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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与争鸣（附录）                                      


新世纪新闻人物访谈

    王金鼎   男，1938年8月生，河北高阳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任中共河北省廊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兼职律师。

主要业绩：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系本地优秀专家拔尖人才，“十佳”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人民满意”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多年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性论文《高科技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法律问题》、《关于横向经济联合企业法人的资信保证》、《横向经济联合安全法律环境的创造和选择》、《关于在股份制改造和承包经营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宏观法律调控》、《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关于国有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决策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中国农业经济法体系的立法完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法轮功邪教的渊源及法律对策》等发表后获省以上优秀论文的奖励。被收入《中国专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文库》、《中国跨世纪战略文库》、《中国软科学文库》、《中华学人理论文献》等。本人事迹被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华魂》、《中国当代创业英才》、《华夏英杰》、《东方之光》、《中华娇子》、《当代杰出共产党人》、《中国世纪专家传略》等四十余部大型人物典籍，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
一、问：你认为一个人事业成功，需要哪些最主要的条件？
答：我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从事四十多年的公安、司法实践工作。47岁时才步入教  学 和研究领域。凭着自己深入实践、潜心钻研、大胆探索、锲而不舍的努力，三十九次参加省以上法学理论专题研讨会，发表论文数十篇，提出了若干新的命题，16篇论文在国家级理论杂志发表并载入大型理论文库，本人传略及成就被海内外四十余部大型人物典籍刊登，戴上了中国中青年法学家、当代创业英才、杰出共产党人、中华娇子、华夏英杰、共和国专家等耀眼的光环和桂冠。我不认为这些过多的美誉都是实事求是的，但也基本上反映了我的追求事业的人生轨迹及成就。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最主要的条件是：
第一、少年立志。没有志向的青少年是没有的。问题在于立什么志，以何人为榜样。上高中时，有一位俄语老师挖苦我说：你的天资太差，凑合着及格就行了。对我刺激很大。不过五年，在一次俄语比赛中，我的俄语综合得分居然超过了他。我十分感激他。是他给了我发愤的力量。我立志向我周围的最高水平的人看齐，并立志超过他，果然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了。
第二、锲而不舍。古哲人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几十年来，我都是把每一天当作第一天开始来生活的。追求生命的最大价值；我在个人奋斗中经常发现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但也经常发现自己的优点、强点和成功；对自己有正确估价，每天都有新的进步，这是我的乐趣所在。
第三、要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没有知识素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知识在更新。更新是进步。是知识推进着社会进步。我的领域是理论，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我的经济法学论文之所以得到社会各界赞赏，主要在于提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症结和弊病并开出了剖除弊病的方案。我认为，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可以称之为财富的财富。金钱和物质只能称之为财产。腰缠万贯与学富五车绝不可同日而语。成克杰、胡长清、丛福奎之流高官厚禄，挥金如土，但思想空虚，只得求神拜佛。
第四、要符合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这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性质。一切社会学理论都以此为最终的试金石。
二、问：在您的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是什么？您为何做此选择？
答：我的人生转折点在破除个人迷信和崇拜，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最初理想是当一个教师或理论工作者。但步入社会后感到没有必须的社会条件和气氛。1957年我说了一句“大学里应当允许学术自由”受到批判，险些被打成右派；1966年说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不符合宪法”被揪出来从严批判，限制自由；1977年在一篇文章中我认为“服从领导不能成为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只有尊重事实、忠于事实真相才是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又遭批评。多年实践，使我难以发挥独立思考的特长，。只有到了1978年讨论真理标准，才称得起是解放思想；在理论研究上，不断深入，文思如流，十几年工夫，发表五十余万字的论文和著述。我感到，只有到这时候，才到了理论界的春天。我全身心地投入，十几年不过公休假日，熬白了头，心甘情愿。我的座右铭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三、问：您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您有何建议？
答：经过我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有三个：科学、民主和法治。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问题，劳先生（法治）根本未提出来。这些问题至今未解决。新中国五十多年三十多年是在“运动”中度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浪费了过多的人才。八九十年代又有“耳夺认字”、法轮功等奇谈怪论，风靡一时。何等无知、愚昧、盲从！

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个人崇拜禁锢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说话，写文章，谈问题，总是事先确定一个现成标准和答案，作为一个标签。只要符合这个规格，就是好文章；舆论是向导，整个社会跟着这个舆论导向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民族的颠狂；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颠狂；八九十年代打着气功招牌的“特异功能”、“气功疗病”又再一次笼罩了影视宣传界。“神人”辈出，“大师”成群。用绳子吊起双腿拍成几十集电影名曰“二指禅”居然能连续播放！除了说明我们浮躁、不成熟、无知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我的个人感情来讲，我实在不愿贬低，更不愿意挖苦我的生身之母；但我同时又觉得，正视比掩盖好。恩格斯评价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术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欧洲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其指导思想是人本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使人类发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对自身充满了信心并开创了一种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改造新的时代精神。我想，为了治愈我们的痼疾，有必要再来一次更深刻、更广泛、更大规模地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思想解放应当不承认任何凭借权力树立起来的偶像和迷信，树立新的价值观、真理观。在批判、改造旧思想中发现新思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新时代的新巨人。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新巨人的出现吧！
四、问：您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答：当一个人的血汗变成珍珠发出光彩时，是最满足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哪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已经精疲力竭，穷困潦倒，我也会得到最大的安慰；当我提出的结论被理论界公认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感觉油然而生，我只求给我一碗水喝，不要求任何报答。如此而已。
五、您对朋友的祝愿是什么？
答：历史证明：时代的进步都是来源于思想意识的更新。人的思想创造着世界。思想僵化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提出方案，推动社会进步，而不应当随波逐流，作公式化、概念化、标准化方式的应时文章。我认为，我作为您的朋友，您作为我的朋友，共同的话题还是老话：科学、民主和法治。只要在这个道路上有所贡献，应引以为最大的快慰。

载《经济消息报》200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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